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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第一枪”新探 

郭国祥 王欣欣
1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武昌首义是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首义“第一枪”到底由谁打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

的话题。但是，如果考虑到武昌首义当时特定的混乱兵变背景，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具备太多偶然性，其实也没有那

么重要。因此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第一枪”，即对武昌首义的发生发展起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的先驱者群

体，包括武昌首义第一策划者、第一试爆者、第一扭打者、第一点火者、第一具体组织者、第一总指挥乃至军政府

第一都督，他们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都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都和“第一枪”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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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揭开这场革命熊熊烈火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由谁打响，是一个

争论不休的话题。主流观点认为是工程八营的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冯天瑜先生认为是工程八营的基层士兵程定国（正瀛），也

有人认为是金兆龙或者吕中秋等人，①2更有人认为不应该叫“第一枪”，应该叫“第一把火”，是炮兵营的李鹏升首先点燃草料库

的，[1](p140)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仓促之间由恐慌引起的兵变，具体是谁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历史之谜。[2](p65)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过于强调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如果联系到当时特定的混乱兵变背景，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具备太多的

偶然性，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思维应该跳出“第一枪”的狭隘框架，从一个更有意义的广义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即对

武昌首义的发生发展起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的先驱者群体，如武昌首义第一策划者、第一试爆者、第一扭打者、第一点火者、

第一具体组织者、第一总指挥者乃至军政府第一任都督，他们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都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都和“第

一枪”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基于这种考虑，下面对相关人物及其贡献进行具体的介绍。 

一、第一策划者：蒋翊武 

1910 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岭南向两湖地区转移，湖北的革命党人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加紧了

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北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推进革命的过程中因为发展理念、革命方略、门户畛域以及领袖个性等

因素经常发生争执和矛盾，为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协作，在中部同盟会的斡旋下，两大革命组织决定联合。1911 年 9 月，文学

社的创始人和领袖蒋翊武主动邀请共进会会长孙武等人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建立起义联合指挥部，由蒋翊武担任总指挥，孙武

任参谋长，并筹划中秋节（10月 6日）起义，后因南湖兵变和中秋起义的消息泄露，指挥部决定起义延迟三天，于 10月 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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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参见罗华庆：《熊秉坤与武昌首义第一枪》，载《历史教学》1994 年第 3期；冯天瑜：《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载《湖北档

案》2001年第 10期；裴高才：《回归辛亥首义的真实面貌——从“第一枪”的演变说起》，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

年第 6期；伍立杨：《辛亥革命第一枪之辨析》，载《书屋》2010 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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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 

“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全面起义是中部同盟会的既定方针。
[3](p67)

为联

络武汉周边革命组织，蒋翊武经常奔波于鄂、湘各地。10 月 9 日，蒋翊武从宜昌赶回武昌，在指挥部的高层会议中通报了各地

情况，并就起义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协调。得知汉口宝善里出事的消息后，蒋翊武当机立断发布了作战命令：“一、今夜十

二时举义，凡步、马、工、辎等军，闻中和门外炮声进攻；二、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三、炮队由中和门进

城，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四、本军均以白布系左臂为标志。”[4](p46-47)并让人抄写了二十多份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

达，通知当夜举事。这个作战命令为革命党人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行动路线图，后来在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下，各营队按此命令

夺取了楚望台军械库，攻占了总督署，最终掌控了武昌城，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可见，蒋翊武于武昌首义“起义前下达的

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
[5](p74)

对此，龚霞初曾这样评价蒋翊武在武昌起义时的贡献：“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之才。”
[4](p74)历史研究者亦视他为“武昌首义第一人”。[6](p93) 

尽管因为清兵对武昌小朝街 85号总指挥部的搜捕，蒋翊武没能亲身参与 10月 10 日晚的革命行动，但这不妨碍他对武昌首

义整个进程的领导。他在避难途中听闻起义成功的消息后，12 日就赶回了武昌，被推举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黄

兴来汉担任总司令后，他积极配合黄兴，共同指挥作战，常常战斗在最前线；黄兴被迫去沪后，蒋翊武又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担任战时总司令，运筹帷幄，令清兵不能越雷池半步，使武昌危而复安。 

蒋翊武在革命风暴酝酿之时，改组成立文学社，创办《大江报》，动员新军加入革命组织，宣传反清思想，为革命风暴的到

来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革命发动之初，成立联合指挥部，精心部署，辗转周边约同起义，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组

织基础；在革命举事险遭流产之时，当机立断，一呼百应，使武昌起义得以顺利展开；在革命成果遭受压迫进入危机之时，慷

慨受命，统筹全局，又使武昌危而复安，可谓功勋卓著。蒋翊武也是孙中山唯一授封的“开国元勋”。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

为其专门建立了纪念碑，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字于其上，并命胡汉民为他撰写碑文：“笃志革命，辛亥武昌

发难，以公功为冠。”因此，笔者以为首义策划第一人理应归他。 

二、第一试爆者：孙武 

武昌南湖炮队失事后，清方加强了警戒，革命形势空前严峻，“欲举事，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7](p24)

孙武作为参谋长，深知局势紧迫，便立即布置起事。10月 9日，孙武“谋以爆弹从武昌某帽店楼上抛入总督府后院炸瑞澂卧室”，
[7](p26)不料在制作过程中，发生爆炸，这一声爆炸，立马引起了俄国巡捕的搜索，他们将房间内起义所用的文书、印信、文告、

旗帜以及最重要的革命党人名册等全部搜走，并将在场的刘同等人带离，幸亏孙武从混乱中逃脱。俄国巡捕发觉革命党人准备

起事，赶忙把相关人员及文件资料等移交湖广总督瑞瀓。 

10 月 10 日，瑞瀓向清政府电奏此事：“昨夜七点钟，据侦探报称，本夜（10 月 10 日）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并探

知该匪藏匿各地。正饬防拿，复据江汉关道齐耀珊电称，于汉口俄租界宝兴里（按：为宝善里之误），查获匪巢并拿获要匪刘耀

璋一名，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件，及银行支簿、伪用钞票，并查有制造炸药形迹，当派荆襄水师巡防队往提来署审讯。”
[8](p20)当日参与宝善里活动的刘燮卿（即刘炳）、邓玉麟、黄玉山、李六如、李作栋等人后来也撰文记述过此事。刘燮卿在《刘炳

事略》中说：“十八日，武在总机关楼上制炸弹，失慎，药陡爆烈。”《邓玉麟革命小史》中有：“十八日下午四时，孙武因制炸

弹硫酸过分爆发，伤面部甚剧。震动邻居，机关败露。”《黄玉山事略》记载：“至十七日，宝善里总机关事泄，孙君因炸受伤……

玉山以孙君为主动首领，不可疏于保卫，即护来家调治。”①3 

                                                        
3①参见刘燮卿：《刘炳事略》，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321页；佚名：《邓玉麟革命小

史》，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224 页；黄玉山：《黄玉山事略》，载《武昌起义档案资

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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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这一爆，引来了清政府的全城戒严和大搜捕，也造成了武昌城内革命前夕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整个武昌城就像一座

将要爆发的火山，从底层士兵到各级军官都在兴奋、惶恐和死亡降临的气氛下煎熬，这直接诱发了革命党人的仓促暴动。有心

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孙武这意外一爆点燃了武昌革命的烈火，第一试爆者归孙武乃是实至名归。1912 年孙中山在给

黎元洪的电报中说：“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9](p259)1941年，国民政府又为孙武和

刘公发布褒扬令：“先烈刘公、孙武，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动，得力尤多。”
[10](p213) 

三、第一个向清兵扔炸弹者：杨洪胜 

中秋起事的计划泄露后，清政府便开始严加防范，为避免革命党人起事，“铁忠亟请于瑞瀓，下令各军队除旗籍兵丁外，所

有枪弹悉予没收库存”，[11](p2)令众士兵手中皆持空枪。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向众士兵输送弹药就成了革命党重中之重的任务。

因杨洪胜“ 忠勇诚朴，极为同志所倚重”，[12](p553)再加上他从军时间较长，各标营均有熟人，便于联络，指挥部便指定他执行这

一任务。李白贞曾回忆说，“我一天可制五十枚炸弹，逐日由杨洪胜同志分运武昌各标营，以供发难之需”。[13](p159) 

汉口宝善里失事后，邓玉麟于当天傍晚向熊秉坤传达了蒋翊武的作战命令，并商量了起事计划：“汉口炸弹失慎，孙武受伤

入院医治。清吏恐慌，大肆搜捕。我等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少数子弹、炸

药，由杨洪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13](p32)随后，邓玉麟“偕杨洪胜通知工程营同志，复至山后胭脂巷胡祖舜、潘善伯所搬

运炸弹”，二人将所需子弹、炸药“运至十五协附近杨洪胜家中，嘱其伺隙运至营内，分授诸同志”。[14](p224-225)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杨洪胜事先嘱托熊秉坤做好一切接应准备，“少顷，我便送枪子、炸弹来，惟恐二门卫兵搜查，必须派人照料方妥。”
[15](p25) 

杨洪胜将子弹装在菜篮子里，上面铺以青菜作伪装，先将子弹由胭脂巷运至家中，再分批次运往工程营。10 月 9 日晚，杨

洪胜第一次送子弹到工程营时，正值熊秉坤在门卫处值班，得以顺利交接。据熊秉坤回忆，杨洪胜“密交枪弹两盒于熊秉坤”，

“同志见了子弹，极为兴奋，几有抢夺之势”。[13](p32)但杨洪胜第二次送子弹时，值日官司令黄坤荣亲自督查。杨洪胜受到盘问，

无法掩饰，只好转身逃跑，被巡警一路紧追，他慌乱中扔出炸弹，没想到反而炸伤了自己，被捕至总督衙门。熊秉坤在其文中

对此有具体描述：“杨洪胜敲门，内卫兵即应声曰：‘谁？’答以杨。值日官见情形可疑，复问：‘会谁？’曰‘会左队’。接问

左队者谁？杨见内面声不好，挟伴疾走。黄觉，令兵士急拿之，杨等已飞飏其家。不一时，巡警各兵至杨家捕捉。杨见事急，

连掷数弹，自炸其手，皮破血流，痛不能支。”[15](p26) 

杨洪胜被逮捕后，与彭楚藩、刘复基同日受审，在被提审时，尽管他血渍满面，但神情自若，面对清方的威逼恫吓，不卑

不亢，“其余已获在讯之匪，一俟研鞫得实”，[8](p20)唯杨洪胜“甘心从逆”，“酷刑用尽，不吐同党一人”，[13](p31)表现出革命者的英

勇无畏和视死如归。为了恐吓革命党，10月 10 日晨，杨洪胜与彭楚藩、刘复基三人被清廷斩首，头颅被悬挂在城门外。谁知这

种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吓退革命党，反而造成了武昌城内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并导致了革命党人的仓促起事。 

杨洪胜在被捕前以身涉险为各军营输送弹药；在被捕时奋起反击，是武昌首义前第一个直接向清兵扔炸弹的革命党人；在

被捕后表现出革命党人的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他的斩首不但没有吓退革命党人，反而催发了革命党的迅速行动，直接敲响了

清王朝的丧钟。因此说他是第一炸是实至名归的。辛亥革命后，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先驱被称为“彭刘杨三烈士”，

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纪念，蔡济民的悼词“抛掷头颅，共和赐得，为国捐躯，为民流血，常山睢阳，同兹壮烈”高度肯定了三

烈士的历史壮举，[16](p244)胡石庵的《三烈士赞》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更是高度颂扬：“龟山茫茫，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

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兮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17](p131) 

四、第一扭打者：金兆龙 

清政府在查获俄租界革命机关后，一直惶恐不安，对新军士兵严加看管起来，下令“不与武器，将兵器一一收藏于楚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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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械库”，[18](p25)并特别交代各队官注意，“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19](p68)10 月 10日晨，彭刘杨三烈士牺牲的消息传来后，熊秉坤

“闻之无可如何，急给三排子弹于龙，令枪毙本队队长罗子清、二排排长陶启胜、三排排长李忠孝”，并对其交代：“今晚起义，

不定钟点，但听外间枪声，则群起而攻之。”
[20](p70) 

10 月 10 日晚，众士兵正屏息以待时，武昌首义突然之间就发动起来了，最早应该是金兆龙与二排排长陶启胜的生死搏斗。

参与工程八营起事的正目（班长）朱思武详述当晚起义的情形：“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

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 反! 即反矣! ’即以手叉陶颈，

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21](p12)黎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夜晚七点钟，工程第八营后队的一个排长

巡查营房，与该排士兵程正瀛及该排副目金兆龙发生冲突，排长被猛击倒地。”[22](p34)曹亚伯在其书中对此事也有相关文字记载：

“是晚七时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查有该排士兵程正瀛枪内装有子弹，又查有该排副目金兆龙亦擦枪装弹，遂传喻金兆龙为何

如此。金兆龙曰准备不测。陶启胜大怒，谓尔辈岂有此理，预备谋反，这还了得，立命左右与我绑之。金兆龙曰今日之事乃我

为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谁也不能绑我。”[23](p368)于是金兆龙与陶启胜等人扭打起来。在二人扭打之时，程定国趁乱打响了第

一枪，熊秉坤在楼下听到枪响之后，连忙赶去，现场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当即向天连开三枪，呼号起义，工程八营的革命士

兵随即行动起来。 

可见，武昌首义第一枪之前应该有第一打，金兆龙是 10 月 10 日晚上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和清兵进行生死对垒的，是他率先

发难，从而点燃了武昌首义的熊熊烈火。“护枪拼打扭成团，首义民军怒火燃。敢死冲锋攻督署，天明一笑凯旋还。”[24](p151)这是

后人对于金兆龙当夜英雄事迹的高度概括。 

五、第一开枪者：程正瀛 

程正瀛，字定国，工程营正兵，共进会会员。10月 10 日晚，金兆龙约他和陈振武、钟士杰商讨起义之事，并“各给子弹三

颗”，告知他们闻枪声即群起而攻之。当晚七时左右，陶启胜带人巡营时发现金兆龙正在擦拭手枪，二人发生口角，随后扭打起

来，这时，程定国听到金兆龙呼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便立即开枪打伤了陶启胜，此乃武昌首义当晚革命士兵打响的

第一枪。 

熊秉坤在 1912 年和 1913 年的多篇回忆文章中对此事均有详细描述。1912 年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中回忆到：

“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

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正当一、二、三排士兵蜂拥下楼之际，工八营营

长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

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震动。”
[15](p29) 

1913 年熊秉坤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的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呈交了《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

会员事略》以及《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对金兆龙、程正瀛、汤启发等人的事迹进行了

清晰的介绍。《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命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一文里有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赶来的详细记述：

“（金兆龙）随即着黄军服，左手束白布为号，将子弹贯入枪中，坐以待之。而本排排长陶启胜觉其意，带领护军佩刀来棚诘问，

欲遂杀龙。龙力与之斗，大呼同志。五棚正兵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
[20](p70)

《前工兵八

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一文，对程正瀛开的第一枪也有具体的记载：“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启）胜见

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随至右队，枪毙右队队长黄坤荣、

司务长张文涛，即呼集同志，一同出发，占领楚望台子弹库。”[20](p114) ①4《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一文也认为是程正瀛

开的第一枪：“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

                                                        
4①1918年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中记载，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时，程定国以枪托击陶头部，后又开枪击中陶腰部，此即首义

第一声。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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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程正瀛枪毙。”[20](p103) 

工程营八营士兵周全胜的回忆文也可作为佐证：“十九日晚，约起义，诸同志多以筹划作耳旁语。晚七点钟，有后队排长陶

起胜觉之，将捕金兆龙，陈（程）登（正）瀛恐事败，立枪毙陶起胜。”[14](p498)著名革命党人蔡寄鸥也在《鄂州血史》中记载：“程

正瀛上好了枪，连忙赶上向陶（启胜）放了一枪，陶负伤逃走”。[25](p81)因此冯天瑜先生认为，是程定国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

打响武昌首义的第一枪。2005年，程正瀛故居重新修建后，白雉山撰写了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

朽，射落皇冠第一枪。”[26](p105) 

程定国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后，他的后续表现也可圈可点，熊秉坤的早期回忆也没有抹杀他的功劳，“后当同熊秉坤等率队

到楚望台集合。各部会攻清督署时，他率领同志赴督署近旁放火，又往各处赶杀零星敌人不已。第五混成协成立，熊命瀛为队

长。敢死队成立，公举瀛为一排排长。汉口三道桥之战，徐兆斌中弹阵亡，举瀛为副队长。汉阳之战，奉命死守汤家山，一连

五日，敌屡来攻，昼夜不下火线。汉阳失守，护卫黄（兴）总司令回武昌。后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护从的一个。民国元年二

月二十九日，任工程四营管带，九月二十日，调任工程五营营长。”[20](p114-115) 

以上史料说明，如果仅仅从工程八营起事这方面考虑，打响辛亥革命首义第一枪的确实是程定国。也正是他这一声枪响，

使革命党人从彷徨慌乱之中清醒过来，明白举事之机，不可错失，继而引发全营参与，打跑清兵长官，前往楚望台夺取军械库。

他这一枪是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是结束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第一枪，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枪，他这一枪为中国历史

掀开了一个新篇章。但这个人不知珍惜荣誉，在“二次革命”后，投靠了袁世凯，1916 年被革命党人捕获处死，沉入长江，其

事迹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了，“发难之功，不复为人道及”。
[12](p261)

这也基本符合革命叙事的逻辑。 

六、第一具体组织者：熊秉坤 

宝善里爆炸案发生后，起义计划泄露，清政府得知革命党人“意图大举”，便开始严加防范，“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

破武汉秘密机关”，[18](p29)再加上名册暴露，巡捕“按图索骥”，身列名册之人，惶恐不安，不在名册内者也恐受牵连，人人自危。

而瑞澂又将士兵武器没收，藏于楚望台军械库，“独信任工程营，调令戍守”。[18](p25)因此，邓玉麟传信给熊秉坤，并分给其子弹

二十发，命他当晚听到南湖炮响后，组织士兵攻占楚望台。然而“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

10 月 10 日，在听闻彭刘杨三人被害的消息后，熊氏便秘密约集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的同志，提出要立即举事，他指出：“革

命机关皆已破坏，事急矣，如不急谋举义，吾等之头，明日即不在颈上。”[20](p70)并强调工程八营要当革命先锋，“因军械所为我

营所守，如各营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如我营不先动，别营必不敢有所举动”。[13](p34)在熊秉坤的激情号召下，第二十

九标的蔡济民同意举事，熊氏便与其约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旅）西营门，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军械所会合”。[13](p35) 

当晚，熊秉坤正值班巡查时，忽然听到楼上二排传来打斗之声，“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

士已暴动矣”。[15](p29)熊秉坤看此情形，当即朝天鸣枪三声，“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号召革命党人趁势起事。[15](p29)稍作整顿之

后，熊秉坤率众士兵出营，前往楚望台军械所。进驻楚望台后，熊氏以革命党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了命令：规定起义部

队为“湖北革命军”；起义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督署为最大作战目标。
[13](p35)

 

熊秉坤作为工程八营革命党人的总代表，在起义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宣传革命，动员新军，在其领导下，工程八营的革命

士兵占全营的十分之四，使武昌起义有了良好的士兵基础。而他作为武昌起义当晚的组织、发动者，能够在革命党人群龙无首

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以一腔革命热血感染士兵，组织工程八营以比较完整的建制投入军事行动，成为起义军中

的主力，这对于武昌首义的成功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具体指挥者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其特殊身份和

贡献，按照革命党的逻辑，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枪也未尝不可。 

1913 年，袁世凯曾授予熊秉坤勋五位章，在勋五位证书上有这样的评价：“盖闻时逢走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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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首。”①对熊秉坤的称赞虽寥寥数语，但字字点睛。“袁氏授勋，固不足以荣熊”，[12](p256-257)但这样高度的评价却是熊秉坤所独

有的。袁世凯的授勋依据来自当时黎元洪的呈报，黎之呈报又出自当时军务部和稽勋局的报告，可见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革命

党首先发难第一人，在当时就是众所公认的。
[12](p256-257)

 

“熊一枪”说法的流行还得力于孙中山对他的褒奖和肯定。1914 年 7 月，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

党，在一次聚会中，孙中山介绍他给众人说：“他就是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27](p16)1919 年 10 月，孙中山

为上海《晨报》撰国庆特刊题词，首句如下：“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后来，又在《孙文学说》

之《建国方略之一》中说：“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28](p242)孙中山有“国父”的身份，自然一言九鼎，再加上革命元

勋居正等人也力倡“熊秉坤第一枪”说，“熊一枪”便成了史学界比较正统的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熊一枪”还是存在争论的，但大家都肯定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熊秉坤虽并未打响第一

枪，但他打响的枪声才是真正的发难信号，再加上他的独特身份和贡献，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枪未尝不可。特别是程定国后来

叛变革命，按照“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革命叙事逻辑，说是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更具有正面意义。[2](p65)也有学者

将工程八营发难之事整体视为起义的“第一枪”，而熊秉坤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组织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理应将他视为辛亥

首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这个角度来理解“第一枪”比“狭义”的第一枪更富有革命的象征性。[29] 

七、第一点火者：李鹏升 

武昌城内熊秉坤带领的工程八营发起进攻时，城外塘角的旧恺字营房的第二十一旅混成协的辎重、工程、炮队等也正在行

动着。该处的革命党总代表是辎重队的三棚正目李鹏升。10月 9日，李鹏升一直在等着南湖炮响和城内发难，但迟迟没有动静。

第二天他才收到总机关被破获和彭刘杨三烈士被害的消息，深知局势危如累卵，成败已到关键时刻，李鹏升当机立断，约集革

命党人各支队长秘密碰头，提议按前期的起义计划当晚发难。②5他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义亡，不起义亦亡；与其亡于被

捕，不若乘机发难，……或有九死一生之机矣”。[15](p55)最终，各方代表一致赞成炮、工、辎一起发难，“见塘角一有火起，即行

响应为要”。[15](p55) 

事不宜迟。李鹏升当即以总代表的身份通知炮、工、辎各队代表，准备提前动作。然后，李又“密令同志罗金玉首向排长

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21](p56)他则在草棚点火为号，其他两队纷纷响应。《辎重十一营革命略史》中记载：

“至六时，各同志已准备完全，皆在棚内持枪以待。……斯时三排接班查街，又恐兵力分薄，六时五分，代表只得派罗金玉发

一号枪（以备打死郭排长），全营同志蜂涌集合，入军装房抢子弹一箱，烧燃马草马房，以为发难火号。斯时人心猛勇，整顿难

齐。正闻炮队集合号发，于是正队长李鹏升，带无序之散兵，入工程打玻璃以助威，放野弹而张雄”。[15](p55)当时响应发难的塘角

工程队黄世杰在回忆文中说：“七时许，李鹏升找我商量，决定辎重队先发枪声，同时在营房放火。我赶回本队布置。旋闻枪声，

又见火起……”，
[30](p83)

作为当时发难的参与者，他的话更印证了李鹏升是城外发难的组织者。 

李鹏升在发难后，即率队向武胜门前进，武胜门未开，再至大东门，门亦紧闭。他当机立断，绕至南湖联合炮队第八标。

走到通湘门，得闻城内枪声大作，至长虹桥，又闻八标炮队炮响数声，不久，炮队至，“彼此欢呼”。他领众士兵由中和门入城

到楚望台，补充弹药后，并入工程八营进攻督署。[15](p55-57) 

首义参战者邵百昌在《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中写道：李鹏升、蔡鹏来、余凤斋等遵照十八日命令所示，

举火发难。七时许，由李鹏升等前往马厩，燃草引火，同志罗金玉鸣枪示威。此枪实系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因该营距其他营

房过远，未引起大作用，故各书鲜少提及。[31](p5)金冲及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书中也对此有评述：担任发难任务的是工

                                                        
5①《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参见《辛亥革命大写真（下卷）·文物篇》。 

②1911 年 9月 24 日，共进会与文学社的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中决定，由驻扎在靠江边的塘角的混成

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放火，作为武汉各营党人同时发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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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第八营，比他们稍早行动的还有城外的第二十一营辎重队，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p140)这主要是因为城外参与起事的士兵不

多，且燃火后“城内寂然，无有响应；在队目兵，又逃去大半”。[30](p86)在这种情况下，其在武昌起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自然比不过工程八营。但是在工程八营赶到楚望台不久，城外剩余的起义士兵也赶到了楚望台，随后作为工程八营的支援前去

攻占了清督署。由城内城外的距离来看，确实是由城外的李鹏升先点燃了马棚举事发难，城内才发生了混乱，响起了枪声。 

因此，笔者认为，城外的第一把火与城内第一枪的地位应当同样重要，毕竟，在城内城外缺少联系的情形下，二者不约而

同地吹响了起义的号角，更在碰面后相互策应，一同攻下了清督署，最终合力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首义革

命报人蔡寄鸥说得好：“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25](p81-82) 

居正对城外“塘角着火”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于十九夜（10 月 10 日）迫不及待，塘角着火，工程发难，各标营同志及学

堂同志闻声出动，一举而战楚望台，此举实为首义成功之要着。”[32](p42)革命党人胡石庵更是将李鹏升比作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

广：“揭竿一呼究谁始，陇西华胄名鹏升!”[12](p325)可以说，李鹏升在武昌起义当晚所点起的这一把火是起义的火种，是革命的火

光。 

八、第一总指挥者：吴兆麟 

起义后的头等任务就是进攻，起义的总目标也在于占领总督署，湖广总督署能否攻下，是起义成败的关键所在。诚然武昌

首义的组织发动，当归功于熊秉坤，但从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到攻打总督署取得首义初步胜利的总指挥却是吴兆麟，也就是说，

吴兆麟才是武昌起义中的第一总指挥。 

在夺占楚望台军械库后，熊秉坤再以工程八营革命代表的身份发布命令已经作用不大，“盖因军中生活，士兵多以官长为依

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但此刻情形容不得丝毫差池，“如清

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13](p38)因此，为了趁清政府不察之际攻下武昌，急需一名能掌控全局的军官率领

士兵继续战斗。于是，熊氏立马让人将当夜看守楚望台军械库的左队队官吴兆麟找来，由吴兆麟接受总指挥职位，自己退居副

职。熊秉坤上交的回忆文中对此事有详细描述：“坤见之，集各代表曰：‘今兵心惶惑，漫无纪律，难遵约束，非一最有声望者

出而指挥不可。现吴队官来，盍公推之为总司令，以资筹划何如？’众谓为然，于是吴兆麟即授任为总指挥官矣。”[15](p30)曹亚伯

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对此事也有记录：“众士兵平时皆依赖长官指挥，此时秩序忽乱，见无长官，惶惶无主，难有代表。而士

兵仍不信仰，故队伍不能整齐，于是众士兵公举左队队长吴兆麟为总指挥，并恳求为大众作主。吴兆麟不肯受总指挥之职，众

士兵涕泣哀求，谓队官道德学问，皆优擅长，不独本营同志敬仰，即全军亦素所推尊。”[23](p368) 

吴兆麟接受总指挥之位后，先以“不得滥杀”和“服从革命”两事相约，随后发布了四项紧急军令：一是起义军以楚望台

为根据地，兵分三路向督署衙门围攻；二是掩护炮队进城，支援步兵攻占督署衙门；三是将楚望台附近交通彻底破坏，以防清

督署调兵镇压；四是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规定当夜起义军的口号为“兴汉”。[13](p39)在吴兆麟的英明指挥下，在步兵、炮兵的配

合下，总督署最终被攻克，又经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第二天，“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兵士皆袖缠白巾，威风抖

擞”，
[21](p15)

武昌首义取得了胜利。因吴兆麟的出色指挥，在后来选举都督时，有人提议既然“昨晚首义，总指挥是吴先生，就以

吴先生为湖北都督，可以贯彻到底，早为成功，岂不妙甚”。[23](p394)但吴兆麟以自己职位过低、资望太浅，不能服众为由，执意

将此职交给黎元洪。辛亥革命元勋居正对他有这样的评价：“策勋首义，功高吾鄂，急流勇退，得大解脱”。
[33](p448)

 

吴兆麟的功绩在于攻坚克难，在攻打总督署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其威望和地位，不仅坚定了革命军人的信

心，也使清军纷纷反正或者放弃抵抗，他以娴熟的指挥技巧和高超的军事谋略让一场攻坚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速胜。另外，他

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和品格也为后来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掌管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条件。 

程思远先生在《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纪念集》一书的序中写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之大，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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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论。而起义在武昌首先取得胜利，固由于武汉地据形胜，控制华中，故义旗一举而全国响应；亦由于变生仓猝，众推吴兆麟

为总指挥，他率军奋战，运筹帷幄，所至有功，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34](序 p1)该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吴兆麟不仅在起

义当晚慨然受命，进行了出色的指挥，使得武昌光复，而且不计个人得失和名利，反复辞让都督的荣誉，推出更有名望的黎元

洪。在后来汉阳失守时，他又临危受命，指挥战斗，担任战时总司令。因此，他堪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总指挥。 

九、军政府第一都督：黎元洪 

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后，能否组建一个深孚众望的政权稳定局势并号令全国，成了辛亥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由于起义

新军都是一些基层官兵，他们自觉人微言轻，不足以号令全国，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既有人望、又懂军事并能拥护革命的军

官来担任都督。 

10 月 11 日，吴兆麟在省咨议局内主持了联合会议，与首义军人、湖北原地方官员和城内有声望的绅商代表同聚一堂，商

讨组建军政府的各项事宜。省议员刘赓藻率先提出请黎元洪就职：“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寻觅之。”[10](p266)立宪派的

主张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实际上早在起义筹备时期，革命党人就讨论过让黎元洪担任起义后新都督的可能性。1911 年 4月，

蒋翊武在赴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一次革命党人会议途中，曾说过：“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35](p86-87) 

万迪庥在其撰写的《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一文中陈述了共进会员刘九穗当时所说的请黎三利：黎乃当时名将，用他

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

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13](p126)

事实确也如此，革命党人以黎都督名义发出《告

全国父老书》，并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名义张贴安民告示后，武汉三镇的混乱局面迅速结束，士兵们也从人心

惶惶、莫之所从中回归到军纪严明的战斗状态。章太炎认为，首义后“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且湖北局势之所以稳定，系“由

公镇之也”。[36](p845)熊秉坤也认为黎元洪出任都督稳定了湖北乃至全国形势，“革命军大振，具以领袖得人”。[4](p92) 

黎元洪以清朝将领的身份就任军政府都督，加快了革命胜利的进程。湖北的清军残兵看到大势已去，逃跑者不计其数，革

命士兵则欢欣鼓舞，在汉口的新军除步兵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外全部归附了革命，汉阳兵工厂的守军就地易帜，其他省份的革命

军也揭竿而起，参与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浪潮中，使辛亥革命由武昌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 1912 年陪孙中山

访问武汉时，曾这样称赞过黎元洪：“非有黎副总统之局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

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37](p154)由此可见，黎元洪于紧要关头出任湖北都督，不仅推动了革命进程，使辛亥浪潮得以席卷全国，

更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其个人影响力推动了共和大计。 

武昌起义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

献。武昌首义的“第一枪”自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真正开枪的第一人，应该从更广义的基础上去理解。蒋翊武、孙武作为湖北

两大革命组织的当家人，他们不但是起义的直接策划者，也是起义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居功至伟。工程第八营熊秉坤、金兆龙、

程定国，革命党人杨洪胜，辎重队李鹏升等人都以代表身份参与了前期组织会议，也在正式起事过程中各自做出了特殊的历史

贡献。吴兆麟在指挥攻打总督署的战斗和成立革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不计个人得失，识大体，顾大局，成就了革命伟业。黎

元洪虽为前清将领，但他出任军政府都督直接稳定了武汉乃至湖北形势，并使全国革命运动一路高涨，对清政府的土崩瓦解起

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与其把武昌首义“第一枪”这个炫目的光环和荣耀纠结于给哪个特定时空下充满争议的具体人物，

还不如从复杂历史中清晰界定这样一个先驱者群体各自特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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